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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定的转型背景从 80 后的代际共性和代内分化两个层面体现出来的是动态的社

会变迁和静态的社会结构在塑造具体的一代人时的张力，构成 80 后研究的现实意义。结合

动态社会变迁的背景，作为静态社会结构的直接体现的先赋因素，它的分化机制体现在两个

层面：代内分化与代际分化。本文基于 6 所 985 高校（精英大学）80 后大学生数据，以先

赋性/获致性因素的作用机制为视角，考察中国 80 后知识精英内部的多元分割状况及其可能

的动态流变趋势，发现：1）对同一代人而言，先赋因素的代内分化模式在个人生命历程的

不同时点上不同。具体来说，在 80 后进入精英大学之前，先赋因素首先以一种直接的方式

影响到个体获得教育从而提升个人能力的机会；在 80 后进入精英大学之后，通过对先赋因

素的四个层面（城乡身份；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 80 后知识精英群体的

经济生活条件、学业成绩、社会交往状况和就业预期这四方面的影响的分析，我们发现，总

体来说，先赋因素的影响持续。但较之上大学之前的影响，其作用模式已从比较直接的方式

转向较为间接而隐晦的方式。2）对不同代人而言，先赋因素的代际分化模式要结合社会变

迁的背景考虑，在与现有的少量 90 后数据的比较中，初步发现，较之 80 后，90 后在进入

精英大学的机会上受先赋因素的影响加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社会结构趋于闭合的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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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80 后作为研究的真问题 

“80 后”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最初出现在文坛，指在《萌芽》杂志主办的“新概

念”作文比赛中崭露头角，并逐渐构成文坛新生代力量，具有与上一代完全不同的写作风格

的年轻作家；后被推及至全国出生于 1980‐1989 年的一代人1。据统计，中国在这 10 年间出

生的人口共有 219,611,563 人。自 1979 年始的改革开放和与之同时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中

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两个最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构成“80 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的

社会历史条件，也使“80 后”们注定自一出生便备受争议。如果说“80 后”的“50 后”父

母们是“新中国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史就是新中国国家建构（state‐making）史；那么，“80

后”们则是不折不扣的“转型的一代”。 

毋庸置疑，在媒体话语里，这一代人一直是一个含义明确的讨论范畴，无论是早期对“独

生子女”的讨论，还是后来对“80 后”青年个性特征的讨论，以及与“70 后”“90 后”的

对比。有学者通过对 2003 年至 2008 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 14 种主流媒体对 80 后的

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80 后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另类”、“个性”、

“自我”再到“自信”、“社会责任感”、“爱国”，从“垮掉的一代”到“鸟巢一代”2  （王

                                                              
1  以十年来计算世代只是习惯使然，临界点之间的差异，实则模糊不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重大社会

事件来界定世代更能体现生命历程研究的宏观历史变迁视角。因此，如果从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的意义上来说，则“80后”的界定应始于 1978、1979年。 
2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二天，《朝鲜日报》把充满自信和进取精神的中国新生代运动员、志愿者、建设者以

及所有关心且亮相于北京奥运的中国年轻人称为“鸟巢一代”。这种称呼被国内主流媒体认可，媒体称他们



芳，2009）。受权力主导的媒体话语转变的背后原因是复杂和深层次的，其中，80 后自身长

成并开始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参与和发声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在主流对这代人的评价也日

益主流化，并由此逐渐淡出公众争议的过程中，我们却要追问，“80 后”能否在研究上也构

成一个真问题的范畴？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诸多特点，是会随着青年期的渡过而消失的青年本

身的特点，还是确确实实有着由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定的转型阶段、在他们特定的成长

阶段上所赋予他们生命历程的独特内涵？ 

 

（一）、青年研究：社会横切面研究的几个层次	

青年作为一个独特的年龄范畴，不同于其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横切面的概

念，也由此，青年问题显得扑朔迷离，需要综合几个层次来理解：1）青年期作为人生过渡

期的特征。作为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青年期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对自我同一性需求非常迫

切的阶段（埃里克森，1998），而这种需求要通过具体的职业选择、经济独立、思想成熟和

家庭确立来实现。换言之，青年是一个在面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的可能性中寻找自身的确定

性的阶段。也正因为青年的这一特征，青年对社会变迁最为敏感（弗拉克斯，1988）。现有

的社会结构是青年寻求自身确定性的参照，也因此，社会变迁中的青年最容易陷入由于文化

失调导致的各种问题。2）社会变迁的国际国内背景。玛格丽特·米德就在《代沟》一书中敏

锐地意识到，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在这里，老年人

和青年人同样孤独，隔着一条深深的沟彼此相望（米德，1998）。从全球范围来说，信息化

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使后一代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割裂于前一代，文化从前喻进入一个互

喻和后喻的时代，但与此同时，变革所需要的权力和资源依旧掌握在上一代人手中，造成大

量制度层面的文化失调和冲突。就中国而言，始于 1979 年的转型的背景，使中国的社会变

迁在世界范围内迈向后现代化的背景下又增加了一个特有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

维度。因此，中国的 80 后所经历的，是一个涵盖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当

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堪称剧烈的社会变迁，使 80 后与其父母长辈在青年期经历的是几乎

完全不同的社会，构成理解 80 后的一个重要维度。3）公共话语生产权力上的不平等。尚未

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稳定的身份和地位的青年很难作为主体来发声，对青年的讨论似乎总是把

青年本身排除在外。即使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某些占据一定社会地位的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拥

有了发声的权力，也依旧还有更大部分的边缘群体是其中“沉默的大多数”。因此，要真正

理解 80 后，还需要考虑到公众话语的权力维度，把被研究者重新带回分析的中心。故而，

80 后的研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将青年期的特质、中国转型的历程、公共话语权力上的角

逐对这代人形象的型塑这几个要素相互剥离，条分缕析。 

 

（二）、从社会变迁及社会结构看中国 80 后：代际共性与代内分化	

    80 后之所以可以作为研究的真问题，是因为，这一代所展现出来的，除却古今中外属

于青年作为人生过渡期的普遍特质之外，还有中国特定背景他们成长阶段所刻下的独特而深

刻的烙印，分为动态社会变迁产生的代际共性以及静态社会结构塑造的代内分化两个层面： 

1．代际共性：较之其他代，80 后是一个内在矛盾凸显的群体，由其所在的特定社会变

                                                                                                                                                                                   
善于表达交流，爱国心强，给予正面肯定的评价。 



迁时点所决定。与之前几代相比，他们是改革之后的第一代；而与后几代相比，他们则成长

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的初期。这一代完整地见证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渐进过程，

他们听着市场经济的宣传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实践着计划经济而长大，两种体制的并存、

纠缠与渐变，口号与实践的矛盾与断裂，内在且撕裂着这一代人，使他们总是处于一个尴尬

且自我矛盾的境地。已有不少研究从这种矛盾状态出发，来理解 80 后。黎玉娴从建立现代

规范与教育国家化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80  后”虽然生长在比以前更多选择的开放社会，

却不得不同样被拢集在学校这一现代教育机构里，走入已经安排好的标准化成长轨道。但是

开放的社会又使他们得以接触、吸收各种思想文化，于是“80  后”对教育体制的反应一方

面是在现实原则下服从于父辈的意志和国家权威，另一方面是内心深处的质疑和言行的叛逆

表现（黎玉娴，2007）。而在“80  后”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有趣的悖论，那就是强

调个体独立性的“闪婚”与强调个体依赖性的“啃老”竟然能同时发生，张杰将其解释为转

型之中的父子关系从单向权威到单向庇护的变迁（张杰，2008）。另有一份文本以自述的形

式3体现了 80 后整齐划一的集体经历和完全无法统一的个人体验之间的巨大冲突（别人4，）。

此外，还有常被提及的充裕的物质条件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孤独的成长环境和强烈的表

达欲望等诸多这一群体内在的矛盾。80 后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矛盾性的本质，探究到底，是

动态的社会变迁带来的通过不同渠道（如教育、体制内外的单位类型、消费、网络等）作用

在 80 后个体身上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力量本身的矛盾。 

2．代内分化：80 后是一个多元分割的群体。中国社会的固有城乡二元结构，结合来自

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经由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为中介，将这个群体内在划分为很多个子群

体，使他们的生活状态迥然相异且相互隔绝，最典型的如大学生 80 后群体和农民工 80 后群

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点，却仿若置身于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这种多元在个体身上体现为

各种机会的不平等（教育、就业、发声）；而若放置于转型的视角之下去理解，社会格局对

人口的年龄层和知识层的分割，又内在地成为了市场化过程中资本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

正如陈映芳所指出的，这一根本逻辑源于“人”被“人力”化，不同年龄层的劳动力和消费

能力，正被各种力量精心地计算并实现其利益最大化（陈映芳，2010）。80 后内部的这种

代内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静态的社会结构所型塑。 

从代际共性和代内分化两个层面体现出来的是动态的社会变迁和静态的社会结构在塑

造具体的一代人时的张力。具体到 80 后的研究，使我们不能将“80 后”作为一个简单的标

签来理解，不能静态地孤立地来理解，甚至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是要将其立体地置

于历史的和个人的时点之下，并将历史还原为包含社会结构及变迁阶段的具体境遇，个人还

原为具体的应对态度和行动策略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80 后是改革开放的特定产物，

他们身上交融着的不仅是青年期的特征，更有社会变迁的烙印，构成我们研究的现实意义。 

 

                                                              
3  原文：“我们一方面拥有着无比统一的集体经历：一起上学，一起升学，一起毕业，也许还会一起失业；
另一方面，我们又拥有完全无法统一的个人体验：我们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没有统一的理想类型，甚至
没有统一的家庭观念、没有统一的责任意识……我们只能生拉硬拽地从并不那么天真烂漫的童年里抠出诸
如“ 打弹子”、“ 跳房子”等等小游戏、小情节和小情绪，试图以这种集体怀旧的方式唤醒同龄人久以麻
木的共同记忆”（《生于 80年代——一项群体社会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 
4  注：笔名。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80 后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现有 80 后研究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有青年研究的状况。媒体层面的讨论侧重

于对这一代人代际特征的证实或证伪，例如对于是不是“垮掉的一代”的争论，或是强调其

因转型因素（市场经济、教育体制、网络时代、文化多元等）带来的整体群体特征（价值观

上的个体性、接受新事物意识能力强、思维独立有批判精神等）（黄洪基，2009）。学术层

面的讨论则习惯性地将这个群体分为多个标签化的子群体来讨论，例如大学生群体、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及独生子女群体。有学者根据对 CSSCI 关键词标引次数和论文被引频数两组数据

分析标明，近十年来青年研究关注的热点有教育，心理、行为、性别与人际关系，就业问题

及文化与价值观几大热点（王沛沛，2010）。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其代际特征的描述上，较

为深入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联系中国的转型背景。子群体的划分是一种将 80 后代内分化

简单化的研究策略，使关注过多地集中在某个具有标签化特征的子群体内部，尤其是在媒介

话语的眼球导向下，如“蚁族”、“草莓族”、“御宅族”等各种“族”和“房奴”、“车

奴”、“孩奴”等各种  “奴”，而忽略了对造成分化的机制的探讨。总体来说，关于 80

后的研究很多，但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很少。究其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地把上述动态的社会

变迁与静态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纳入对这一代人的具体考量。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针对 80 后青年的大型专项研究比较少，大样本的研究一般基于

全国综合调查（例如社科院“全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人大 cgss 数据等），以筛选其中

的同期群为基本的分析策略；小样本研究较多，多为以某校或者某一地区的抽样调查为例，

以研究生或者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来，样本的选取有方便的原则；另有一部分国际比

较研究，常以中日韩青年为比较对象，关注其公民参与现状（闵学勤，2010）或身心健康的

指标、现状和影响因素（雷开春等，2011）此外，调查的实施机构也五花八门，学术机构及

商业机构不一而足，后者主要有 80 后白领跳槽调查，80 后上班族生态调查，零点 80 后消

费调查，80 后婚恋调查。由此，大型专项研究的缺失导致被以 80 后为主体的被研究者的特

性和自主的声音无法全面展现，而这对处于社会变迁和人生过渡期青年的意义尤为重要。 

 

（二）、多元分化机制：先赋性因素的视角 

 

二战后兴起的中观理论，以社会分层理论为最主要代表，找到了一条连接宏大社会结构

与个人各面向要素、且可被实证和量化的联结通道。对先赋性因素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

的关注，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亦是社会结构诸要素在个人层面最直

接的体现。对于先赋性和获致性因素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是布劳-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

综合了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两种方式，考察个人的出身背景和后天获得的教育和能力对个人

最终能达到的职业及阶级地位的影响，他们的结论认为人们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后天努

力（获致因素）。不过，不同于西方分层研究兴起之时已然相对稳定且开放的社会背景，中

国当前处于史无前例的巨变之中，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和“静态”之

间的张力，从而影响社会流动与社会不平等的机制，这构成了中国研究与西方研究截然不同



的起点，也影响到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那么，在西方文献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

结构在中国的转型的历程中是否已然改变？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又如何透过转型的历程继

续发挥作用？已有不少学者以社会流动和社会不平等为基本关注点，从各个层面对此作出了

回答： 

高勇指出，西方代际流动研究中“地位获得”范式与“阶层流动”范式背后存在的两个

强假设是从时间维度上的静态社会结构背景和从空间维度上的同质变化趋势。但当代中国的

代际流动并非发横在坚实而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因此，代际流动是一种“双重流动”，不

仅是“流动的藩篱”，更重要的是“藩篱的流动”（高勇，2009）。李春玲则以高校扩招作

为转型中出现的影响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事件，分析高校扩招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指出，

扩招并未如人们想当然以为般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机会而降低了教育不平等，阶层、户籍身份、

民族等先赋性因素依旧在数量和质量上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发挥着重要作用（李春玲，

2010）。李培林和田丰的一项新近研究也强调了由社会转型体现的代际因素（新生代）和由

社会结构体现的阶层因素（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处境、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以

及收入、社会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李培林、田丰，2011）。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较好地洞悉转型与结构之间、社会设置与个人体验

之间时刻处于演变与互构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灵感。若将问卷上的数字还原为一个动

态的成长过程的人生，从出生、入学、就业、成家，出生于中国第三次婴儿潮的 80 后，经

历的是一个层层闯关式的马拉松长跑过程，不同阶段掉队的不同部分被配置到不同的社会位

置中，构成 80 后多元分化的局面。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在“转型的一代”的整个成长过程

中，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各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它在不同的个人时点和不同的社会时

点上的作用模式是否相同？ 

由于 80 后当前正处于毕业离校及就业成家的高峰，之前的教育经历便成为层层闯关中

最主要的过滤器。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重点大学（985 高校）80

后群体，出于几方面的考虑：1）从先赋性因素发挥作用的视角来看，能进入 985 高校的 80

后已经是同代中的知识精英，在接近 20 年的马拉松赛跑中已经通过层层关卡，获得了现代

社会最重要及最高质量的向上流动凭证，且形成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那么，在这个知识精

英群体中，是否依然存在多元分割的局面？换言之，先赋性要素是否依旧重要？在何种层面

及何种程度上能被获致性因素所取代？2）知识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也由此

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权力维度，高等教育在其中扮演了必不可缺的角色：一方面，大

学是各学科领域前沿知识传授和生产的场所；另一方面，大学独特的体制、环境和日常生活

安排，也是培育现代公民的基本场所；而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渠道还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基

础设置，联结社会和个人的过去与未来。因此，接受过高等教育与否，在 80 后群体中划分

出了一条分明的分割线，在当前剧变的背景下，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型塑发挥着重要作用。同

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伴随着与西方相反的筛选制度——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层—

—的日益严格化（李春玲，2010），导致 985 重点高校与一般本、专科院校占据的资源相差

巨大，使上述知识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的分化加剧。本研究以 985 高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

为研究总体，假定这部分 80 后中的知识精英群体，掌握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获致性因素，

与其他子群体在各方面体现出差别，而他们的境遇和态度，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

的发展方向。 



三、数据、变量、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个部分，试图描摹“内在矛盾”与“多元分割”这两

种特质对 80 后适应社会转型的影响。本文报告定量研究部分，由于篇幅所限，以在校生为

主，并在论证过程中辅以部分毕业生数据，侧重对体现社会结构特征的先赋因素导致的 80

后群体内部“多元分割”状况的考察。在调查实施上，选取了 6 所 985 高校在调查期间的在

校生 6782 人，2003－2010 年毕业生 4655 人。6 所高校按地区选取，东南、华南、西南、

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各选取 1 所。调查对象的选取是基于各校目前在校生以及历届毕业生

名单进行随机抽样，然后通过 email 方式联系被选中的调查对象，要求调查对象登录网上调

查系统接受调查，当各校毕业生调查回应率达到 50％时停止调查
5
。在问卷及访谈设计上，

整个研究参见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侧重被访者的主观行为和态度，突出被研究者的主体性
6
。

问卷分为在校生和毕业生两套，针对这两部分群体的不同情况，调查问卷从基本信息、家庭

情况、教育经历、就业预期和就业选择（在校生）/就业途径和工作经历（毕业生）、消费行

为、网络行为、政治与社会、代际关系、恋爱婚姻和两性关系及工作价值观这十方面做了数

据采集。 

 

（二）、变量	

本文以 985 高校 80 后在校生群体为讨论主体，对照部分 985 高校 90 后在校生数据以及

985 高校 80 后毕业生数据，从两个方面讨论先赋因素对知识精英群体的多元分割作用：1）

从横向静态社会结构来看，先赋因素对各子群体的分割作用在某一代人生命历程的不同时点

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模式是否相同？具体来说，先赋因素对 80 后在上大学之前和上大学之后

发挥作用的强度和模式是否相同？2）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背景，从纵向动态社

会变迁来看，先赋性因素在社会历史的不同时点发挥作用的强度和模式是否相同？具体来

说，先赋因素对 80 后和 90 后发挥作用的强度和模式是否相同？ 

1、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多组线性、定序及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别从经济生活条件、学业成绩、

社会交往和就业预期这四方面来测量多元分割指标（因变量），各指标所包含的具体变量如

下： 

1）经济生活条件指标：A 每月可支配的钱数；B 每月日常消费钱数 

                                                              
5  对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男性和理工科毕业生的应答率明显高于女性和文科毕业生，

其它方面则较为接近总体的实际分布。在校生中，男性占 65.5%，女性占 34.5%；理工科占，文科占；毕业

生中，男性占 68.5％，女性占 31.5％；理工科学生占 75.6％，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生占 24.4％。为了提

高调查数据的代表性，我们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综合类大学毕业的性别比例和专业比例对性别和专业分布进

行加权 
6  主体性：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所拥有的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

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埃尔德，P432） 



2）学业成绩指标：A 专业课成绩自评；B 外语水平自评 

3）社会交往指标：A 是否谈过恋爱；B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C  虚拟交往状况 

4)  就业预期指标：A 找工作顺利程度（就业自信心）；B 初职月薪预期：C 找不到工作

的选择（是否接受暂时啃老） 

 

其中，“社会交往指标”中的三个指标分别从亲密交往、公共交往和虚拟交往三个层面

来测量社会交往。本研究将虚拟交往定义为以使用互联网提供的交互和沟通功能为主要目的

的网络行为。通过 Mplus 软件对问卷涉及的八种网络行为进行因子分析后拟合得出“信息”、

“娱乐”和“社交”这三种网络行为因子7，用社交因子作为测量“虚拟交往状况”的具体

指标，视为连续变量。 

2.  自变量 

本研究用以测量先赋因素的持续作用的自变量包括城乡差异（社会二元结构中的位置。

以上大学前户口所在地城镇=1，农村=0）和阶层差异。阶层差异从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

本及文化资本三方面测量，具体指标分别父母月收入、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父亲职业。父母

月收入分为 14 档（500 以下‐2000 以上），视为连续变量；父母受教育年限由学历转化为相

应的年，视为连续变量；父亲的职业共 23 个细类，综合成 6 个分类，以农民为参照组，设

置 5 个虚拟变量。 

3.  控制变量 

此外，本研究将性别（男性=1）、是否独生子女（独生子女=1）、年级设置（将本科一年

级设定为参照组，生成本科二/三/四年级及硕士、博士生 5 个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80 后”群体内部的多元分割	

根据 2005 年的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80 后”总人数约为 2.04 亿，占总人口的 15.4％

从全国人口出生统计看，80 后正处于处于中国第三波生育高峰，如下图所示：1980‐1990 正

值一个生育高峰，前一个高峰结束于 1970 年，而在 1990 以后，出生人口也明显下降。同时

从高考人数的统计上也进一步印证了“80 后”处于一股“婴儿潮”：1998‐2008 年参加高考

的人数上升趋势明显，图中高考人数曲线参加高考的标准年龄 18 岁为基准，对应于出生于

1980‐1990 年的适龄考生。 

 

                                                              
7  在问卷的第六部分，课题组调查了网络行为。以“从不”、“偶尔”、“有时（一周 1‐2次）”、“经常（一周

至少 3次）”、“总是（几乎每天）”为五点量表：统计了八种常见网络行为的使用状况，用 mplus软件拟合

出三个因子：信息因子（浏览新闻、查信息），娱乐因子（下载上传各类视频、打网络游戏）以及社交因子

（写博客、聊天、泡论坛、上交友网），拟合模型各参数：Chi‐square=2806.834，df=28，P=0.000；CFI=0.865，

RMSEA=0.065。 



表：1970‐1999 全国出生人数及 1988‐2008 年高考人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代内人口众多构成分析“80 后”时无法忽视的社会背景。其中差异最为分殊的两个群

体是“80 后农民工群体”（或称新生代农民工）和“80 后大学生群体”。据初步估计，农民

工占  “80 后”总人口的 44％，大学生占 20％。由于流动频繁且多为非正式就业，“80 后”

农民工的具体数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一些学者估计，目前约 1.49 亿的农民工当中，约

60％是新生代农民工（包括 80 后和 90 后农民工），由此比例，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约为 8 千

9 百万。“80 后”大学生的数量约为 4 千 1 百万，其中，在校大学生约 1 千 9 百万（46％），

大学毕业生约 2 千 2 百万（54％）。（文献，） 

“80 后”内部群体差异如下表 1 所示。先将“80 后”总体划分为农民工群体和大学生

两大群体，随后又从大学生群体中进一步划分出 985 高校的 80 后大学生群体，以逐层细分

的方式呈现各子群体的人口学特征，从而透析先赋因素对于同一代人的分化作用。同时，在

着重分析的 985 高校 80 后大学生中，列入 985 高校 90 后大学生群体作为对比，以体现扩

招初期与扩招至今的影响，体现社会变迁背景下，先赋因素对不同代人的不同作用。 

 

表 1    “80 后”内部群体差异 

  80 后 

总体 

80 后 

农民工

80 后 

大学生 

985 高校 

80 后大学生

985 高校 

90 后大学生 

城镇户口比例（％）  22.9  0.0  67.8  51.9  63.2 

独生子女比例（％）  19.1  9.3  48.0  42.8  52.1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  9.5  15 年以上 15 年以上  15 年以上 

党员比例（％）  2.5  3.1  10.3  43.1  7.7 

父亲职业（％）           

    管理人员  3.2  1.1  8.3  12.2  16.4 

    专业人员  2.9  1.1  8.3  13.0  18.7 

    办事人员  6.5  1.1  11.5  12.4  15.0 

    个体自雇  8.2  9.1  11.5  15.7  16.4 

    工人  23.8  15.1  29.8  11.1  9.3 

    农民  51.5  71.5  25.2  30.3  18.1 

    无业  3.9  1.1  5.5  5.3  6.1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6.7  6.3  8.3  9.5  10.6 

注：①表中数据统计来自于 2005年 1％人口抽样数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6和 2008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的“2010年6所 985

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抽样追踪调查数据”8；②80 后大学生和 985 高校大学生的城镇户口比

例是指上大学前的户口身份。 

 

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分层的基本机制，是体现先赋因素的分化作用的重要窗口。从一个普

通 80 后到 985 高校大学生，城乡因素和阶层因素都显示出了重要作用。首先，城乡因素对

成为农民工还是成为大学生有绝对影响，在 80 后农民工群体中，城镇户口比例为零，印证

了户口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强大力量。户口不仅是身份，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紧密相关是各

种资源的分配，对于 80 后最直接的就是教育资源，这点从两大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上亦可得到体现：80 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为 9.5 年，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完成了国家

规定的义务教育，便走向劳动力市场，而放弃了作为通向大学、从而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的

高中阶段。联系到已有研究对农民工子女辍学的解释，虽然两者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同一

个群体（辍学的农民工子女比 80 后更小些），但是已有解释所阐述的教育资源向城市的集中

（***），劳动力生产拆分下农民流动导致农村的整体衰落（周潇，2011）等等都显示出 80

后群体内部各子群体可得的机会和资源不均等确实存在，城乡分割成为一道重要的分界线。

阶层因素在决定 80 后进入哪一个子群体时也同样显现出强大的力量。在 80 后农民工与大学

生的对比中，80 后农民工中父亲职业为农民的比例远高于大学生，两者差距为 45.7%，但除

农民之外的其他职业中，子女大学生的比例都高于农民工。体现出较之其他阶层因素，户籍

身份的决定作用最为显著。同时，这几个子群体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也表现出较大差距，

从农民工群体到大学生群体再到 985 高校大学生群体，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递增 2 年和

1.2 年。因此，先赋因素的分化作用首先体现在决定一代人中的哪些可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 

 

若同时纳入 985 高校 90 后在校生作为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作为社会结构的

先赋因素在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的作用模式。80 后和 90 后相差十年，体现出扩招初期及扩

招至今的某些特点。较之 80 后，985 高校 90 后大学生来自城市的比例更大（增加 11.3%）；

父亲职业地位较高的更多（管理人员增加 4.2%，专业人员增加 5.7%，办事人员增加 2.6%，

个体自雇者增加 0.7%），父亲职业地位低的更少（工人减少 1.2%，农民减少 12.2%），而且

是职业地位越高增加越多（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职业地位越低减少越多（农民）；父亲受

教育年限越长（增加 1.1 年）。这有力地体现出，从 80 后到 90 后这十年中，先赋因素的分

化力量在强化，这意味着，对于先赋性资源较弱的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在逐渐闭合。 

 

可见，结合动态社会变迁的背景，作为静态社会结构的直接体现的先赋因素，它的分化

机制体现在两个层面：代内分化与代际分化。前者是先赋因素对处于同一社会时点下的同一

代人内部的分化，又可以从先赋因素在个人不同的生命历程时点上的分化模式进一步细分和

探讨。后者是宪法因素对处于不同社会时点上的代际群体的分化。由于当前 90 后尚处于刚

进入大学的时段，无法有详细材料充分展展开，本文主要围绕先赋因素的代内分化层面展开。 

 

                                                              
8  “985高校毕业生抽样追踪调查”自 2010 年开始追踪调查 6 所 985高校（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理工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的 4655位 2003－2010年毕业生，有关调查方法和数据情况的详

细说明参见李春玲和吕鹏撰写的“‘80 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1 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二）、80 后知识精英群体中的多元分割	

        若以上各子群体比较的数据表明，以上大学为分界点，先赋因素在前半段决定能否上大

学时有非常的影响，那进入大学以后，是否意味着他们可以有一个较为平等的起点？先赋因

素会否持续发挥作用？作用模式是否与原先相同？它们的影响，在哪些层面容易持续，又在

哪些层面更有可能被获致性因素所取代？这是本文试图着力阐明的问题。 

 

1、 经济生活条件 

表 2                    先赋因素对 985 高校 80 后在校生的经济生活及学业成绩的影响 

自变量： 

先赋因素对经济生活条件的影响 

（Linear Regression） 

 

先赋因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Ordered Logit Model） 

阈值：较差=1，一般=2， 

较好=3，优异=4（参照组） 

每月可支配的钱（对数）每月日常消费（对数） 专业成绩自评 英语成绩自评 

B S. E. Beta B S. E. Beta B S. E. B S. E.

 户口（城镇） .051** .020 .045 .025 .023 .020 -.142* .074 .018 .078

父亲职业（参照组

农民）： 
  

  

管理人员 .212*** .029 .152 .236*** .034 .152 -.227** .108 .119 .115

专业人员 .130*** .029 .080 .134*** .035 .075 -.351*** .109 .143 .116

办事人员 .129*** .037 .050 .139*** .044 .049 -.477*** .138 .058 .147

个体自雇 .127*** .024 .080 .207*** .028 .118 -.285*** .089 .069 .093

工人 .078*** .028 .043 .115*** .033 .057 -.253** .105 .208* .111

无固定职业 -.010 .033 -.004 .013 .039 .005 -.148 .124 .103 .129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0 .003 -.001 .007* .004 .035 .009 .012 .030** .013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7*** .003 .048 .007** .003 .043 .001 .010 .026** .011

父母月收入 3.215E-5

*** 
.000 .250

2.791E-

5***
.000 .194

7.438E-

6
.000 5.746E-5*** .000

性别（男性）     -.033** .015 -.029 -.020 .017 -.016 -.294*** .055 -.434*** .058

独生子女         .069*** .017 .060 .040* .021 .032 .083 .065 .312*** .068

年级（参照组大一）     

大二 -.013 .024 -.009 -.047 .029 -.028 .094 .091 .001 .094

大三 .002 .024 .001 -.013 .028 -.008 .260*** .089 .275*** .092

大四 .025 .027 .014 -.018 .032 -.009 .644*** .101 .635*** .106



硕士生 .182*** .022 .150 .145*** .026 .107 .837*** .081 1.064*** .086

博士生 .713*** .035 .282 .528*** .042 .186 1.209*** .130 1.392*** .140

 (Constant) 6.209*** .033   6.059*** .039  

 模型参数 R2= -2Log Likelihood= 

 .270 .178 10721.226 9103.700 

 自由度 17 17 17 17 

 样本量  4892 4876 5203 5203 

 

经济生活条件是我们考察先赋因素持续发挥作用模式的一个重要层面。从表 1 数据可

见，在控制了性别、独生子女和年级后，城镇户籍身份对每月可支配的钱数有显著影响

（P=0.01），却对每月的实际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而在阶层因素上，父亲职业对在校生的经

济状况有显著影响。在每月可支配的钱数上，父亲职业从高到底对可支配钱的多少有顺次的

影响。其中，父亲为管理人员的每月可支配钱数的对数比父亲是农民的多 21.2%，与父亲是

其他职业的差距也比较大。但在在校生每月的实际支出上，父亲为个体自雇的子女每月的实

际花销与父亲为管理人员接近，皆高于其它几项，不按照父亲职业高低顺次排列。家庭经济

资本对在校生的经济状况有显著影响，在家庭文化资本方面，比起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更有可能影响在校生的经济状况。 

从中可以看出，先赋因素对在校生的消费能力（每月可支配的钱数）上有比较大的影响，

但在校生的日常实际花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趋同性。校园生活创造的是一个总体较为统一

和均值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从而使具有不同家庭背景 80 后在校生们在日常支出中的消

费结构和消费理念差别不大。先赋因素对在校生经济状况的影响更有可能表现在拥有的一些

比较时新的电子产品上，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上。在进一步的方差分析中也证明了这一

点，城市户籍对数码相机（P=0.001）及 PSP9的占有（P=0.058）有显著作用；父亲是管理人

员对笔记本电脑（P=0.033）、数码相机（P=0.002）、数码摄像机（P=0.070）、MP3（P=0.004）

以及 PSP（P=0.038）的占有有显著作用；父母的学历对数码相机（P=0.051/P=0.002）及 PSP

（P=0.000/P=0.000）的占有有显著作用；家庭经济条件对如上各种电子产品的占有都有显著

作用。台式机占有中先赋因素的作用已经不明显，说明台式机已成当前大学生在校正常学习

生活的基本需要。 

可见，先赋因素对于在校生经济条件的影响，已经脱离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层面，转而进

入更间接的生活学习的硬件条件方面。 

2、学业成绩 

表 1 后半部分先赋因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的两个定序回归模型显示出：先赋因素的不同

方面影响学业成绩的不同层面，且影响方式（正/负）不同。城镇户籍身份以及家庭社会资

本对在校生的专业成绩有负面影响：来自城市的在校生比来自农村的在校生专业成绩更差；

相比父亲为农民的在校生，父亲为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以及工人的专业成绩都更

差，即父亲为农民的在校生专业成绩最好；家庭文化及经济资本对在校生的专业成绩没有影

响。在英语成绩上，城乡不存在显著差异，父亲职业的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父母受教育年限

                                                              
9  PSP：Play Station Portable，是一款索尼出的掌上游戏机，在问卷设计时为年轻人中比较流行的电子产品，

随后被 apple系列的产品取代。 



以及父母收入对其都有显著正相关。综合来说，家庭社会资本越低，在校生的专业成绩越好；

家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越高，在校生的英语成绩越好。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结果，先赋因素同时发挥的两种相互矛盾作用应与专业成绩和

英语成绩在当下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不同意义关联来考虑。先赋资源较弱的在校生（农村户

籍、父亲职业地位低）危机感更强，在学习上更努力，其专业成绩明显优于先赋资源较强的

在校生（城市户籍、父亲职业地位高），这说明专业成绩是一个获致性因素发挥空间更大的

领域；相形之下，外语成绩则依旧体现出对先赋性文化资本及经济资本很强的依赖性，这是

一个获致性因素发挥空间较小的领域。结合当前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的基本现实，专业

成绩和英语成绩对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体现学生在大学传

统教育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能说明个人资质和勤奋程度，但并不是用人单位考量的直接标

准（尤其是不在个人专业领域就业的大学生），但英语水平则对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

力有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对进入收入较高的外资企业。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模式进一步体现

了先赋因素在学业成绩中间接而隐晦地持续发生作用的方式。对于先赋资本较弱的学生，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以专业成绩为代表的较为传统的能力，从而增加自身在

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在英语成绩为代表的更具市场竞争力的能力上，则依旧受到家庭

文化资本的经济资本的制约，影响着他们获取更好的工作。 

这与我们从毕业生数据中得出的发现相吻合。分析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因素，我们

发现，先赋因素对“是否有工作”、“是否失业”以及“是否两个月能找到工作”影响不大，

即先赋因素对 985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影响不明显，说明就业情况已经一定程度上被获致

性因素所改善；但对其第一份工作的收入影响很大，以月收入对数为因变量，线性回归模型

分析表明，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父亲受教育年限：B=0.039，P<0.05；母亲受教育年限：

B=0.014，P<0.05），以及父母的月收入越高（B=0.000，P<0.05），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月收

入也越高。 

 

 

3、社会交往状况 

表 3                              先赋因素对 985 高校 80 后在校生社会交往的影响 

  有否谈过恋爱 

(Binary logistic Model)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Binary logistic Model) 

虚拟交往行为 

(Linear Regression)

  B S.E. Exp(B) B S.E. Exp(B) B S.E. 

户口（城市） .176 .089 1.192** -.071 .081 .931 .026*  .0135 

父亲职业（参照组农民）    

管理人员 .115 .131 1.122 .287 .118 1.332** .059***  .020 

专业人员 .025 .132 1.025 .232 .119 1.261* .029     .020 

办事人员 .142 .169 1.153 .111 .151 1.117 .091***  .026 

个体自雇 .163 .107 1.177 .340 .097 1.405*** 053***  .016 

工人 -.017 .125 .983 .142 .115 1.153 .060***  .019 



 无固定工作 .001 .144 1.001 .208 .135 1.231 .027       .022 

父亲受教育年限 .020 .015 1.020 .016 .014 1.016 .006***  .002 

母亲受教育年限 -.027 .013 .973** .004 .011 1.004 .001   .002 

父母收入 .000 .000 1.000*** .000 .000 1.000 3.71e-06*** 1.30e-06

性别（男性）          -.109 .066 .896* -.035 .060 .966 .026**  .010 

独生子女              .000 .078 1.000 .100 .070 1.105 .020*  .012 

年级（参照组大一） 

大二 

 

.461 .105 1.585*** .471 .098 1.602***

  

.078***  

 

.017 

大三 .694 .103 2.001*** .114 .096 1.121 .178***  .017 

大四 .965 .118 2.624*** -.047 .110 .954 .214***  .019 

硕士 1.507 .098 4.515*** -.071 .087 .931 .279***  .015 

博士 2.366 .203 10.659*** -.473 .146 .623*** .154***  .024 

Constant -.694 .148 .499*** -.632 .135 .531*** -.335***    .023 

模型参数 -2 Log Likelihood = 

5913.372 

-2 Log Likelihood = 

7050.785 

R-squared =   

0.1097 

自由度 17 17 17 

样本量 4506 5016 4656 

 

先赋因素对 985 高校 80 后在校生社会交往的影响分别从亲密交往（是否谈恋爱）、公共

交往（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和虚拟交往（在社交型网络行为上花费的时间）三个层面测量。

表 3 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城市户籍对在校生亲密交往和虚拟交

往有显著正向作用。父亲职业对公共交往和虚拟交往有显著正向作用，较之父亲职业为农民，

父亲为个体自雇的孩子最有可能成为学生干部，比参照项多 40.5%（P<0.01），而父亲为办事

人员的孩子，花最多的时间虚拟交往上（网络行为的社交因子得分 B=0.091，P<0.01）。父母

月收入对亲密交往和虚拟交往有显著正向作用。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长，孩子在虚拟交往上花

费的时间越多；而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孩子谈恋爱的可能降低到原先的 97.3%。 

比较之下，三种交往行为中，虚拟交往是受先赋因素影响最大的一类，城乡身份、家庭

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本都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相应地，这也就意味着较难通过个

人努力来改变。虚拟交往同时意味着对新兴技术的熟悉程度，构成青年对这个全球化的剧烈

变迁的适应性的重要方面，影响着他们长远的发展。公共交往相对来说受先赋因素的影响较

少，仅受父亲职业的影响，父亲职业为个体自雇的和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的在校生更可能担

任学生干部、参与公共交往，这应该与他们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系。另外，先赋因素对亲密

交往的影响体现在城乡差异、家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上，其中文化资本有负面作用，体现出

家庭依旧将在校生视为未独立的个体，经济上的支持以及管教上的约束同时存在。 

4、就业预期 

表 4    先赋因素对 985 高校 80 后在校生就业预期的影响 

 



 

 

 

 

                                                              
10  在定序 logistic回归模型中，就业信心从弱到强分为三档：就业信心=1.00（比较难找到）；就业信心=2.00

（不太顺利但是能找到）；就业信心=3.00（会很顺利找到）。以取值最大项，即“很顺利能找到”为参照组。 
11  在这项多元 logisitic回归模型中，参照项为“继续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3.00），其余两项为“只好先

  找工作的自信心

(Odered Logit 

 Model) 10 

如果毕业后 3 个月还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Multinominal Logit Model)11 

期望月薪（对数）

( Linear 

  Regression) 接受不满意的工作=1 先不工作，继续求学=2 

自变量  B S. E B Exp(B) S. E B Exp(B) S. E B S. E

户籍（城市） -.215*** .080 .141 1.151 .091 .286** 1.332** .128 -.039** .018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7 .013 -.031** .970** .015 .016 1.016 .022 .004 .003

母亲受教育年限 .029*** .011 -.017 .983 .013 .036** 1.037** .018 .001 .003

父母收入 2.241E-5*** .000 .000 1.000 .000 .000 1.000 .000 1.526E-5*** .000

父亲职业(农民为参照)           

管理人员 .200* .116 .009 1.009 .133 .183 1.201 .182 .004 .027

专业人员 .101 .118 .162 1.176 .134 .071 1.074 .187 .006 .027

办事人员 -.105 .149 .010 1.010 .169 -.050 .951 .233 -.030 .034

个体自雇 .070 .095 .056 1.058 .107 -.059 .943 .159 .020 .022

工人 .136 .113 .105 1.110 .128 .031 1.031 .185 .051** .026

 无固定职业 .179 .133 .228 1.256 .156 .302 1.352 .214 -.011 .030

性别（男性） .619*** .059 -.296*** .744*** .067 -.055 .947 .092 .093*** .013

独生子女  .053 .069 -.113 .893 .079 -.102 .903 .108 -.031** .016

年级（大一为参照）           

大二 .051 .098 -.041 .960 .115 -.012 .988 .140 -.088*** .022

大三 .385*** .096 -.120 .887 .111 -.298** .742** .140 -.052** .022

大四 .953*** .109 .001 1.001 .129 .120 1.128 .155 -.026 .025

硕士 .374*** .087 .055 1.057 .100 -.925*** .396*** .139 .264*** .020

博士 .449*** .139 -.326** .722** .154 -.989*** .372*** .232 .552*** .032

定序模型 

阈值： 

就业信心=1 -1.488 .137    

就业信心= 2 1.587 .135

多项模型 Intercept  1.091  .153 -1.007  .214  

线性模型 (Constant)   7.861 .030

模型参数 -2 Log Likelihoo

d=7727.32;  

-2 Log Likelihood=8605.221 R2=.153；

F=54.224  

自由度 17 34 17 

样本量 5116 5111 5107 



先赋因素对 985 高校 80 后在校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分别从就业信心（定序 logisitic 回归）、

找不到满意工作时的对策（多项 logisitic 回归）以及期望月薪（线性回归）三方面来衡量，

模型如表 4 所示。户籍身份对在校生就业预期影响显著，但与一般经验不同，城市户籍对找

工作的信心及期望月薪负相关，即来自农村的在校生对就业更有信心，并且期望月薪更高；

在找不到理想工作时的对策中，在“先不工作，继续求学”和“继续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这两项的比较中，城市户籍的在校生更有可能选择后者。在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上，母亲的

受教育程度对在校生就业信心有显著正相关作用；在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对策时，在“接受不

满意的工作”和“继续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两项比较中，父亲教育每增加一年，孩子选

择后者的可能为原先的 97%（P<0.05），即父亲学历越高，孩子越有可能暂时向不满意的工

作妥协；在“先不找工作，继续求学”和“继续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两项比较中，母亲

学历每增加一年，孩子选择后者的可能为原先的 104%（P<0.05），即母亲学历越高，孩子越

有可能坚持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此外，父母的收入对就业信心及期望月薪有显著正相关

作用。父亲职业对在校生就业预期影响不大，以父亲是农民为参照，仅当父亲是管理人员时，

对在校生就业信心一些的正面影响（B=0.200，P<0.1），当父亲是工人时，在校生期望月薪

对数增加 5.1%（P<0.05）。 

总体来说，先赋因素的各个部分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比较均匀。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就

业信心及期望月薪都较低，或许部分原因可解释为不同户籍身份的 80 后在校生在感知就业

状况时所选取的参照群体的不同。在毕业生数据中，我们发现城乡户籍对 985 高校的 80 后

的就业机会现实中并没有影响（户籍身份作为自变量，对“是否有工作”、“是否失业”、“是

否 2 个月内找到工作”为因变量的三个回归方程的相应系数都不显著），不过，来自城市的

毕业生的收入确实微弱低于来自农村的毕业生，但显著性较低（B=‐.090，P<0.5；即城镇户

口毕业生初职月收入对数比农村户口毕业生少 9%）。另外，从毕业生数据中，我们还得知，

在实际就业中，父母的教育与父母月收入对毕业生的实际初职月薪有显著正相关，对比如上

在校生的就业预期，可推测，家庭经济资本对 985 高校 80 后大学生的影响，无论是预期上

还是实际情况上，都是比较一致的；而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则比较复杂一些，亦即属于先赋

因素较为间接而隐晦的影响方式，可能经由上文所述的电子产品的占有、英语成绩的提高、

由虚拟交往显现出来的信息科技的掌握，或者面对不理想的就业时的应对方式，对 80 后知

识精英发挥着作用。 

 

五、结论 

对先赋性/获致性因素的考察，源于布劳‐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他们在考察个人的

出身背景和后天获得的教育和能力对个人最终能达到的职业及阶级地位的影响后，认为人们

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后天努力（获致因素）。联系美国社会的背景，这个结论有两个前

提：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开放。 

当以先赋性/获致性因素的作用机制为视角，考察中国 80 后知识精英内的多元分割状况

及其可能的动态流变趋势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先赋性/获致性因素是如何在一个

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个人达到职业成就和阶级地位，或曰，使个体得以能动地适

应社会变迁，这个过程中发生影响的？更具体地，我们还可以问，先赋性因素的不同层面（城

乡身份；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时点和模式是否相同？ 

                                                                                                                                                                                   
接受不满意的工作”（=1.00）及“先不工作，继续求学”（=2.00）. 



上文数据分析的第一部分通过对 80 后农民工、80 后大学生以及 80 后 985 高校大学生

各子群体的先赋因素对比，发现，在决定 80 后能否进入 985 高校，成为这代人的知识精英

时，城镇身份、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不同于美国发现，

在中国，先赋因素首先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个体获得教育从而提升个人能力的机会。 

上文数据分析第二部分，以 985 高校 80 后在校学生为主体，着重分析在进入重点大学

这一相对平等的新起点后，先赋因素的四个层面（城乡身份；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

化资本）对 80 后知识精英群体的经济生活条件、学业成绩、社会交往状况和就业预期这四

方面的影响。总体来说，先赋因素的影响持续。但较之上大学之前的影响，其作用模式已从

比较直接的方式转向较为间接而隐晦的方式，例如，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更

可能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表现出来：在经济层面体现为电子产品的占有（而非日常消费

状况），在学业层面体现为更能与劳动力市场接轨的英语成绩（而非传统的专业成绩），在

社会交往层面体现为更具高科技含量的虚拟交往模式（而非传统的公共交往），在就业预期

层面则体现为对就业信心和找不到理想工作时的对策上。先赋因素的作用模式的这一转变，

也从毕业生数据中得到印证，即对 985 高校的毕业生而言，不同先赋因素的个体的就业机会

不存在差别，但以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为代表的先赋因素，对毕业生找到高收入的

好工作有显著正面影响。 

布迪厄有关文化资本的理论将精英大学视为统治权力再生产的中介（布迪厄，2004），

本文的数据印证了具有不同先赋型资源的个体不仅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不同，且在精英大学

中的适应能力依旧受到先赋性因素的隐形制约。因此，先赋因素在某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的不

同时段，发挥作用的模式并不尽相同。同时，若再结合中国社会结构近三十年来的演变趋势，

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到，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先赋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时点上对不同代际的作

用模式或也存在差别。在讨论 80 后和 90 后知识精英时，代内和代际差异主要由教育机会体

现。对比两代人，我们需要注意到，他们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决定其能否进入大学的基础

教育时所处的社会时点不同。正如已有学者提出的，中国改革至今经历从结构分化到结构定

型两大阶段（孙立平，2009）。结合这一背景，80 后接受基础教育的时点大致在 90 年代，

还属于改革初期的平等效应释放阶段；而 90 后接受基础教育的时点已在 21 世纪初期，属于

资源重新聚拢的阶段；两大不同的社会趋势对具有不同先赋性资源的个体受教育机会的影

响，已在本文第一部分对 985 高校中 80 后和 90 后的对比中有所体现，较之 80 后，90 后在

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上受先赋因素的影响加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社会结构趋于闭合的

现状。但受样本量限制，目前 90 后才刚进入大学，先赋因素对其进入精英大学后的影响尚

不能完全表现出来，其影响模式是否与 80 后相同，或以何种方式受社会变迁进程的影响，

需留待后续追踪调查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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